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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分析当代城市规划学的困惑的表象和

原因入手，进而提出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

基本特征。并据此归纳出城市规划学变革的方法

论——新理性主义的四方面特征：从单一连续性

转向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并存；从注重确定性转向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并存；从突出城市的可分性转

向可分性与不可分性并存；从严格的可预见性转

向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并存。进而从这四方面

“并存”提出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规律的城市规

划变革七方面重点，即：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期

中评价；推行低冲击开发模式；强调层层嵌套式

的城市结构；倡导用地混合与交往空间；实施从

下而上的“社区魅力再造”；提倡弹性的规划结

构；形成城市群的协同机制。

【关键词】复杂科学；城市规划；新理性主义；自

适应体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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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puzzling phenomena

and their causes in the modern urban planning scienc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 Then it

induces the methodology of urban planning reform

which has four features of neo-rationalism: from con-

tinuity to the coexistence of con 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from certainty to the coexistence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from dividability to the

coexistence of dividability and undividability, from

predictability to the coexistence of predictab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Based on the CAS theory it argues

that the urban planning reform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urban master plan

evaluation after ten years’ implementation, low im-

pact development pattern, nested urban structure;

mixed land use and communicative space; redevelop-

ment of community vigor in the bottom-up way, flex-

ible planning structure and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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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将复杂科学引入城市规划学科并作为新

的方法论对其进行改造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但是，城市规划学从复杂科学里边获得了什么启

示和借鉴，却还是众说纷纭。

1  城市规划学发展的困惑

当前城市规划学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

惑，这些困惑可分成表象和原因来解读。

1.1  困惑的表象
城市规划学发展困惑的表象可归纳为五个方

面。

首先，众多的自然和社会学科都对城市规划

学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却很少给出解决的方

法。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科可以为城市规划学

提供现成的并可以促进其突破性发展的方法。50

年前，物理学曾经给了古典经济学一次这样的机

会，传统经济学在吸取了物理学的理性内核以后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城市规划学至今没有

抓住此类相应的机遇。

其次，实际规划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非

常注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不仅将后现代主义作

为招牌和批判的武器，并把传统功能主义规划看

成是盲目追求技术、追求客观而绝不考虑人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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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多样性的老古董。但在实际规划工作中，这

些规划工作者仍依旧按照官僚化、程序化、公式

化的思路办事，按既定方式编规划。因此，城市

规划在理论探讨和实践过程方面是不一致的。

再次，长期以来，一些有心从事后现代规划

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许多问题，推翻了传统城

市规划学的知识框架，但是苦于找不到构建新体

系的办法，即摧毁一个旧世界容易，但是重新构

建一个新知识体系却非常艰难。从这个意义上

看，后现代主义对城市规划学是摧残性的，而不

是建设性的。以至于有的研究者评论道：那些唱

着“彻底改革社会制度”高调的批判性规划理论

如同“色情文学”，因为它挑逗人的基本欲念，只

会使人亢奋，却不会使人满足，要使人浪费了宝

贵的精力去追求虚幻，而把正事也丢了①。

第四，现实中城市发展的规模和形态常常远

超城市总体规划的预测，“预测无效”的现实使得

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受到了嘲弄和质疑。例如，不

少城市为期2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5年后就失

效了，有的城市规划的目标和实施最终结果完全

不同，有的城市规划目标是发展卫星城，但结果

却是城市建设摊大饼。

第五，一些行外人士认为，既然城市规划作

为一门“百年老店”的学科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

“存货”，不如“关门大吉”，或以国民经济发展规

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取而代之。

但这些规划根本没有解决城市规划所遇到问题的

办法、工具体系和成功范例，实际上也无法替代

城市规划，如果硬要取而代之，结果可能会更糟。

1.2  困惑的原因
城市规划学发展困惑的原因可归纳为三大

类。

首先，城市本质上是最复杂、最宏大的人工

与自然的复合物, 是一种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CAS）。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影响城市发展

的因素呈爆炸性地增加。我国的城市化与市场

化、信息化、全球化、机动化几乎同时发生并繁

复地组合，因此，这一时期城市本身的结构演进

的趋势是千变万化的，城市结构的可变性比任何

时期都强。农牧时代的城市是用围墙围起来的，

大工业时代城市诞生和发展完全依赖资源和市

场，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是上级政府刚性规定

的，到了快速城市化和市场化并存的时期，城市

发展的多变性、自适应性开始真正得到体现。

其次，传统城市规划学基于的现代物理学的

那些内核，经过现代科学的发展都已经被摧毁。

这可以概括为经典物理学经受的三次“打击”。

第一次是海森堡（W.Heisenberg）提出了微

观现象的不确定原理。海森堡在研究原子结构时

发现，原子的动能与位置两个参数本来可由一个

简单的方程确定的，但是实际测量过程中，如果

要确定原子的位置，其动能就会变化，而要确定

它的动能则无法确定它的位置。这是因为在测量

原子结构的时候影响了它的动能，而测量其动能

的时候又影响了它的位置，任何一个小的干扰都

会形成大的变化。这就是测不准定律，即在微观

情况下测量仪器和被测量的对象是一个整体，会

互相干扰。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粉碎了物理学中

经典牛顿力学所构建的完整体系基础。

第二次是普里高津（I. Prigogine）对耗散结

构的发现。所谓耗散结构是指任何一个自组织的

体系在远离平衡态并且是开放的状态时，其具体

的构造和形式会通过涨落、分叉而进行演变，而

这个演变的结果不是以事先可以预测的方式出现

的，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普里高津的宏观层次

不确定性原理。耗散结构是复杂理论最基础的概

念之一，是普遍存在的。任何活的物体、自然生

态系统或复杂的自组织物体都具有耗散结构特

性。普里高津的测不准定理表明，在宏观层次上，

所有的事物只要是耗散结构的，其演化轨迹是不

可预测的。如此，物理学中经典牛顿力学所构建

的完整体系基础在微观上和宏观上均被推翻。

第三次是20世纪70、80年代非线性动力学

对混沌现象的研究。混沌现象是一种普遍的现

象，凡是自适应系统其运行规则必然具有混沌的

特征。尽管系统所有的组成要素和构成的方程是

决定性的，但当它在一个多维的空间运行时，如

果其轨道进入了奇异吸引子的区域，即其轨道更

倾向于空间上某个被吸引的点时就会出现不可预

测的现象。换而言之，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会自

动趋向于临界状态，而在临界状态时其对外界的

任何干扰都非常敏感，一旦有微小的干扰出现，

后果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象通常所说的“蝴蝶

效应”：在东南亚有一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引起

周边气流的变化，而气流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大气

环流，大气环流导致南美洲出现了暴风雨。当然，

蝴蝶效应说明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导致非常严重

的后果，但这种比喻在对现象世界的研究中并不

十分合适，而用临界状态的表述更易于理解。由

此可见，物理学发展的三次浪潮导致了微观上的

不确定，宏观上的不确定，以及动力学方程不确

定，这三个层次的不确定使得现代物理学的内核

产生变化，摧毁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

第三，从雅典宪章以来遵循的“功能分区”、

“网格化街道布局”等固有的概念以及决策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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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景观”的偏好，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学变革的

巨大障碍。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现象也显示了

此类问题的严重性：灾区的山区小镇的尺度非常

小，人口仅3万～5万人，但有些规划院所盲目遵

循当地领导人的意见，在做规划时按平原大城市

的模式去套，往往在城镇中间安排一条起码4车

道甚至6 车道的大道，造成了对城市肌理协调性

的破坏和投资浪费。这就是对宏大景观偏好的具

体体现。这种以权威的个人意见替代标准规范的

现象也使城市规划学和管理法规虚无化了。

2  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基本特征

城市作为人类与众多其他有机系统共生的复

杂自适应系统（CAS），具有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一

般特征。

第一，城市能够通过处理信息从经验中提取

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制订城市自

身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的参照。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复杂科学的开拓者之一盖尔

曼（Murray Gell-Mann）教授在谈到复杂适应系统

的共同特征时说：CAS的适应过程是系统获取环

境及自身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总结所获

信息的规律性，并把这些规律提炼成一种“图式”

或模型，最后以此为基础在实际行动中采取相应

行动的过程。在每种情形中，都存在着不同的互

相竞争的图式，而系统在实际过程中把采取行动

所产生的结果反馈回来，将影响那些图式之间的

竞争②。例如，公众从汶川大地震中了解学习了许

多抗震防灾的经验教训，包括建筑的抗震标准、

逃生地和避难场所的设置、柔性连接的供水系统

等等，并以此对城市未来的规划建设提出要求，

从而形成城市的自适应能力。对于CAS来说，这

就是所谓的“系统的选择保存原理”，即系统构型

不同的突变体具有不同的对环境的适应性。而且

这种选择的过程能使一些不适应环境的系统突变

体、可能性与替代方案被排除，这与适者生存、不

适者淘汰的原理是一致的。这对于生命大分子来

说，是自我复制（进化）机制；对于一般生物物

种来说，被称之为遗传机制；而对于城市系统来

说，则是通过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文化资本、

产业结构、历史文化习俗的传承创新与政治体制

和管理制度等“城市结构基因”来实现的。

这些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实践活动中的

反馈不仅能改进和深化决策者和市民对外部世界

及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改善规划决策和

行为的方式，而且城市规划过程本身就是规划编

制、实施、修改、再实施的动态反馈过程。这样

一来，城市就具有能动性，城市能够主动地适应

环境，成为人类和自然界共同创造的最具能动性

的系统。

第二，市民的集体决策往往是结合外部环境

的变化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目标而进行的。这一过

程是通过探索研究、掌握生存发展之道，并力求

在城市间和城乡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进化的。生

物学上也存在集体决策，如一个池塘里面有一群

小鱼，这群鱼始终会聚在一起，对外来的掠夺者

进行有效的回避，对浮游生物集体地捕猎，每一

个成员的一小点聪明本能汇聚起来就形成了“大

智慧”。市民的集体决策在日本的城市体现得很

充分，日本许多城市都处在地震断裂带上，那里

的市民从长期实践中获得的抗震减灾经验十分丰

富。市民在地震第一波到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出震

源，以及多长时间以后会出现比较强的震动，甚

至可推测出本次地震会不会对房子产生影响等

等，市民们对怎么进行地震避灾物资储备、怎样

减少灾害损失等了如指掌，从而大大减少了地震

发生时的损失。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城市交通中推

行实时交通拥堵信息传播，使每个驾车出行者动

态地了解交通拥堵状况，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能

主动避开这些时段和路段，结果，这些个体的“自

适应”行为导致城市整体交通状况的改善。正因

为城市是由这些学习型和可适应性的市民组成

的，城市本质上就具有了“学习”与“适应”的

能力。

第三，城市与周边的社会及自然环境具有共

生、共同进化的关系。城市是社会、自然环境的

具体展现和浓缩，城市与周边的环境密不可分，

并且后者是城市本身健全与存续发展的基础，是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依托。每一个城市均与其周边

城市以及整体社会自然环境相互依存。过去我们

对这种依存关系理解不深，特别是在功能主义盛

行的时候，以为城市规划可以主观地调控一切或

单向度地改造自然，因此经常会犯下大的错误。

其中一个著名的错误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的

城市蔓延，城市蔓延摧毁了城市周边的生态环

境，使得城市自身也陷入了灾难。因此，区域和

城市发展必须适应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城

市与环境都具有“共生”的关系这一客观规律。而

优化这种“共生”关系，必须充分发挥“从上而

下”的决策控制与“从下而上”的分散协调机制

相结合的作用。后一种城市规划管理模式的成效

来源于市民和基层组织——因为这些构成城市的

最基础的元素是有意识、有目的、能积极活动的

主体。正是他们之间及与城市其他元素的交互作

用形成了城市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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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城市作为一种“组织”，一种自适应的

复杂组织，其生存发展之道在于不断地深化为最

能发挥其功能的形态以及找到最佳的“生态位”。

例如，法国地中海南部的尼斯、格拉斯、戛纳、索

菲亚等城市就组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群体：尼斯

是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戛纳是国际著名的电影

城；格拉斯是著名的香水城市，目前世界上85％

的香水的原料都产自该地，有许多电影都在那里

拍摄，其建筑、街道、格局保持与200年前一样；

索菲亚－昂蒂波利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

新城区，松散分布的高科技企业、现代建筑隐藏

在绿树丛中，完善的生活配套区景色优美宜人。

在那里，每个城市都找到了它自身的生态定位、

产业定位、城市形象定位和城市发展定位，城市

群的发展互补而持续。找到城市这种定位并且持

续地做出改进非常重要，这是每一个城市的梦

想，也是城市的全体市民、城市规划工作者必须

要考虑的问题。那些拒绝进化、拒绝与周边城市、

周边环境变迁相适应的城市都已经成了历史文化

遗迹。自组织的复杂系统都有记忆，这种记忆承

载着一个城市的市民和城市作为一种组织与大自

然奋斗的历史，这对于现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

利用和对后来的城市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

用。

再如，地处秘鲁山区的马丘比丘是古印加帝

国一个著名的城市，大概800年前被废弃了。这

个城市建立在海拔近3000m的高原上。因为缺水，

它所有的水系统修建得非常精致，雨水利用比现

代城市还要讲究。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千年

以前人类就发展了非常精细的雨水灌溉系统，把

城市的雨水收集起来，然后灌溉周边的梯田。可

见，自组织（自然生长发育）的城市比它组织（上

级政府为开发油田、矿山而设立的）的城市更具

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城市能成为人类文明史中

唯一能长时期生存并持续发展的人造物的原因之

一。

第五，城市的发展遵循“自发的多样性原

理”。任何一个CAS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指退

化）一般都遵循其结构功能、行为性状等方面的

多样性自发性地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适应性造

就复杂性”，CAS在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在结构

与功能上会变得日益复杂。对生态系统的观测也

表明：系统的多样性越高，其中包含适应环境变

化的概率也就越大，从而越能对抗环境的干扰和

捕捉发展之机遇。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城市规模越

小，就必须在产业结构和服务功能方面越“专

精”，讲究“核心竞争力”，并争取其他城市功能

组合互补，才能健康发展。而日后发展成为大城

市之后，其产业结构服务功能会自然趋向多元

化，因而必须更系统地强调“综合竞争力”。

那么，是不是复杂的东西就具有自适应发展

特征呢？不是。例如，飞机的构造很复杂，由上

百万个零部件所构成，但飞机仅是一个复杂的组

合体，而不是一个自适应体系，因为把飞机的所

有零部件拆开后，再组装起来其功能没有改变，

仍然还是一架飞机；但是，蛋黄虽小却是一个复

杂的自适应系统，一旦切开分解成个体以后，再

拼装起来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有生命力的可以孵成

小鸡的蛋黄了。简单地说，能分解拼装的就是简

单系统或者是复杂组合体，不能拼装的就是复杂

的自适应系统。城市就是这样，如果把城市里边

的人全请出去，留下一个空城就是一个简单系

统，城市有了市民后就成了复杂系统。从这个意

义上说，城市是为了人而建立的，这也成为适应

简单系统或复杂组合系统的功能主义规划为什么

遭遇困境的佐证之一。

3  新理性主义：从传统思维的缺陷中进化

3.1  从单一连续性转向连续性与非连续
性并存

传统的功能主义考虑问题是单一的、连续

的，认为城市的发展是连续的，历史的演进是无

跳跃性的，系统是沿着平滑的曲线变化的，即整

个变化过程没有断裂，相应的方程是非常简练

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城市规划中经常会出现

同心圆式的环线交通路网和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

模式，而错过跳出原有空间发展路径建立卫星

城、建设多组团田园式城市的机会，由此形成了

城市中心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热岛效应加剧、环

境恶化、人居环境退化、老城衰败、郊区蔓延等

一系列问题。

与传统的功能主义不同的是，新理性主义认

为在城市快速变化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连续性，

同时还要关注非连续性。一个城市的发展速度、

发展形态、发展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状态时，即人

口达到一定规模，或者房价达到一定水平，或者

人口增加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要跳出老城

建设新城，要用非线性思维考虑城市的规划。另

外，城市系统本身由多个主体构成，主体之间相

互作用，主体自身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主体间

通过集聚相互作用而自动生成具有高度协调性和

适应性的有机整体。而主体间相互作用是非线性

的，不是平等的或者是指向一个方向的，所以复

杂系统与简单系统的运行结果会截然不同。复杂

系统可以是由几个简单元素拼凑而成，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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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主体之间的作用是非线性的，所导致的结果

会 完 全 出 乎 意 料 ， 即 会 出 现 突 变 现 象

（emergence），从而生成非常复杂的大尺度的变化。

从我国城市规划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

小平同志在华南“画一个圈”，在短短十几年时间

内，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500万人口的大城

市。但是如果当时他在渤海湾“画一个圈”，估计

到现在也难以出现与深圳同样的结果，这是因为

条件和环境都不允许。深圳的成功是因为有香港

的存在，且当时香港正处在资本、产业扩散的阶

段，也就是香港城市本身正处在临界点，恰好那

时小平同志做出了建设深圳特区的决策，香港的

人才、资金得以迅速大规模地转移到深圳，促使

小渔村突变成一个大城市。因此，同样一个决策，

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自组织状态下，其呈现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3.2  从注重确定性转向确定性与非确定
性并存

传统的理论认为，机械决定论和其他多种形

式的决定论是规划学的唯一证明，目前的规划学

原理基本上就是遵循着这些理论的。在实践方

面，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展

示的摩天大楼再加大片绿地，整个构造非常清

晰、简洁和宏伟，空间视觉呈现出高度对称的技

术美，这对决策者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到

现在都难以消除，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向，其结果

是无数历史文化街区和城市的文脉被无情地摧

毁，有着悠久传统的城市变成了无法记忆的陌生

地。

新理性主义认为城市的发展充满着随机性和

偶然性。伦敦举办2012年奥运会就是一个生动的

例子。去年年初，伦敦市长在会见我国的一个代

表团时，兴高采烈地谈到2012年的奥运会；今年

会见另一个代表团时，他却说奥运会如果不在伦

敦办就好了，因为在金融危机下，奥运会已经成

为了伦敦沉重的负担。由此可见，城市的发展具

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普里高津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确定

性腐朽”的时代，必须表述把自然和创造性都囊

括在内的新的自然法则，这种法则不再是基于确

定性，而是基于偶然性。有人提出，当前的经济

环境下“不确定性”是唯一可确定的因素，即便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没有能够预测到此次

经济大危机的来临。但是，普里高津等人的这一

观点有些绝对，就城市规划来说，应该要强调确

定性与非确定性共存，因为，做为CAS的城市实

际上是一种严格受到地形地貌、资源环境、经济

能力等方面约束的自适应复杂系统。对需近期建

设的区域和约束性极强的资源保护性地区，确定

性的规划方法并没有过时。

3.3  从突出城市的可分性转向可分性与
不可分性并存

传统规划理论强调事物的可分割性、还原性

和构成性，从而容易导致对复杂的城市组织进化

发展进行错误的简单化处理。例如，传统规划理

论认为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可分割的、可还原

的和可构成的，所以在被功能主义占据头脑的城

市规划工作者看来，城市只是一座放大的居住机

器，城市所有的元素都可以拆装和改变。在功能

分区的倡导下，许多事关百姓日常生活的商业设

施被远远地隔离在居住区之外。城市生活区、工

作区的分离使得很多开发区、CBD在夜间成为“鬼

城”，或成为无业游民聚集的场所，并引发了严重

的交通问题。许多决策者包括规划师都不懂得有

机更新的道理，城市在历史上积累的不可再生的

文化遗产资源在他们眼里都变成了可“无机”推

倒重来的垃圾，导致许多历史街区、自然斑痕（如

森林、湿地、河流湖泊等）和城市文脉有机的构

成被破坏。

新理性主义认为，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

只有被人简化的事物。城市规划学是围绕着城市

的人来展开的，城市规划无论从一切细节的设计

还是从城市风貌结构的整体方面都要尊重一般市

民的需求和代际公平，决不能被某利益集团所绑

架。譬如一些城市取消或压缩自行车道与人行

道，盲目拓宽机动车道，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交

通拥堵，而且还造成空气污染、绿化破坏、原有

街区风貌被摧毁。因此，城市规划工作者永远不

要使自己的观念被功能主义封闭起来，要及时修

正那些“习以为常”的错误思维，要在被分割的

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因为很多事物之间天然具有

看不见的联系。应该学会多角度思考，要考虑到

城市内部所有事物的特殊性、地点、时间，永远

不要忘记“起整合作用的整体”。因为由简单的单

体组成的城市系统实际上会生成极其复杂的发展

模式。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某种新

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它必然与我们都有关——只

是因为我们都属于那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五

项修炼》是针对管理学的缺陷的，提出我们应该

推翻原来的功能主义式的管理，从而走向自适

应、自学习的体系，并且不要忘记整体的功能，这

对于将城市看成“组织”并促使其有序健康发展

的城市规划学变革来说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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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从严格的可预见性转向可预见性与
不可预见性并存

传统的城市规划学理论以可预见性来否定城

市发展的突变与生成性，而不考虑随机性和偶然

性。不少城市管理者认为：城市规划的蓝图一旦

完成就成了法律，甚至声称能管“100年”，这种

时间上的刚性其实是违背科学的。城市作为典型

的CAS应动态地适应各种内外的干扰和机遇。但

现实上，城市规划对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忽视，再

加上从管理方便出发而形成的纯而又纯的城市功

能分区，肢解了城市空间的有机构成，造成了城

市空间结构的不合理和巨大的浪费，直接影响了

城市整体的功能发挥和可持续的发展效益。其

实，从空间上来看，城市的财富以及对未来的适

应性就隐藏在合理的空间结构之中。城市空间资

源极为有限和宝贵，该资源不仅应在各种服务功

能间合理分配，而且还要体现不同收入人群和交

通方式之间的合理配置，更重要的是要在可知

的现实需要与不可知的防灾和发展机遇之间合

理分配。

新理性主义认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即未来不

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未来只是一系列不连续的事

件。只有承认和适应这种不可预见性，城市才有

机会在21世纪获得成功。如果编制的规划和发展

战略不能捕捉这些偶然的机遇和应对不可预料的

灾难，那么城市的发展就会遇到真正的难题。

以上四个方面的“并存”说明：正在经历快

速变化的城市，其发展路径并不都是必然的和有

规律可循的。影响发展的偶然性事件并不是“没

有被发现”的必然性。连续性、确定性、可分性

和可预见性等等主宰传统城市规划学的概念，只

有在城市发展处于平衡态（城市化前期或后城市

化阶段）才是“绝对”正确的。除此之外，在城

市化高速期，或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市场

化等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转型期，固守传统

的概念就会导致错误的规划决策。在此时（即城

市系统远离平衡态时），非连续性、不确定性、不

可分性和不可预见性将起主导的作用。

作为CAS，越远离平衡态，演化过程的分叉

就越多，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运行轨迹交替变化

越快，甚至出现混沌现象。而且，城市在远离平

衡态的分叉临界点上，任何内外部的事件（偶然

性）都会对城市的未来形态和组织结构产生难以

预测的变化（巨涨落）。新理性主义与传统功能主

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任何理论与

学说都有自己的边界条件。正如前面所述，现代

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现就对经典力学

作出了有效性限制，找出了其适用的范围边界。

在这种意义上说，新理性主义本质上是包容传统

城市规划学的功能主义，并不是抛弃它，只是对

其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制。但在后现代主义那儿，

一切概念都被解构、抛弃，年青的城市规划者就

变成了“失去的”一代了。

4  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规律的城市规划

变革

4.1  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期中评价
过程约束是城市规划的本质特征之一。期中

评价是与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相平行的、系统的、

循环的评价过程。既然城市规划要对突变的、不

连续的、偶然性事件作出反应，就必须要实施对

规划实施过程的阶段性评价。通过对规划在环

境、经济、社会、土地资源等方面达到的可持续

程度进行评价，并通过评价结果反馈，促使其向

可持续方向发展。城市规划评价很重要的方面应

该是综合评价而不是仅对某一方面如环境的单一

评价。正是因为城市是人工的构筑物、活生生的

市民群体和由他们主宰的组织制度以及无数种自

然与社会的元素共存共生的有机体，其远期的发

展必须通过过程控制来解决。任何城市总体规划

都要分析影响未来发展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决

策，但这只是现实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站

而已。在到达中间站之前的某些阶段，进行城市

发展目标方向等方面的评估是理所当然的事。

另外，通过系统外部的独立性评价，可以对

城市规划本身进行阶段性的“纠偏”，从而提高城

市规划的有效性和减少缺陷。例如，从现在的实

际情况来看，我们在编制珠江三角洲发展规划的

时候，对土地粗放利用程度缺乏评价。近10年来，

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承包地变

成一层两层的厂房，然后出租收取租金，而珠江

三角洲耕地的复耕指数是250，即该地区的1亩地

相当于别的地方如华北地区的2.5 亩，但这样的

优质耕地上现在都盖了一、两层的厂房，土地粗

放利用的结果是导致广东省粮食对外高度依赖，

每年的粮食缺口高达2300多万吨，这将严重影响

该地区的粮食安全。如果早有城市规划期中评价

制度的话，也不至于出现这样难以纠正的缺陷。

正是因为规划编制过程不可避免地缺乏预见性，

所以应通过期中评价来弥补。

由此可见，建立规划编制—实施跟踪—评估

论证—反馈纠偏的规划实施评估机制是保证规划

工作科学性的基本方法之一。但具体操作上应有

专题评估和全方位评估等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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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广低冲击发展模式（low impact
development）

低冲击发展模式的主要含义是让城市与大自

然共生。共生的概念最先是从城市的规划建设前

后应不改变原地表水的径流量开始的。这个概念

非常重要。例如，有许多城市因为整个建成区的

地面完全不渗水，下雨几分钟后街道就变成了河

道，雨量再大一点或时间长一点就会发内涝洪

水，城市内部出现水灾习以为常。传统的城市排

水机制是雨水排得越快越好，但是如果排水系统

有地方堵住了或是不畅，下暴雨时城市内部就可

能发洪水。城市规划建设思路完全背离了自适应

的生态系统共生的原理，城市内涝比外涝所造成

的危害更大，这方面有过血的教训。例如2007年

7月18日济南市发生特大暴雨，市区受灾人口高

达数十万，死亡32人，损失极为惨重。自适应的

生态系统的典型例子是森林，从第一滴雨下到树

梢的时候，树梢开始吸水，接着树干吸水，树根

吸水，土壤吸水，植被吸水，最后水吸不了了再

漫出来到小溪，需要72小时甚至一礼拜时间，水

出来以后水是清的。而城市一场暴雨下来以后，

最初的30分钟地表水里的COD高达200～300毫

克/升，跟一般的污水无异，结果造成城市和郊

区水系的严重污染。低冲击发展模式指的是城市

建设之后不影响原有自然环境的地表径流量。具

体的策略是要求：城市建成区至少要有50%的面

积为可渗水面积；建筑、小区、街道直至整个城

市都有雨水收集储存系统；它们之间连接为反传

统的“不连通状态”；所有河渠不实行“三面光”

以沟通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通道等等。而且此概念

可延伸到不影响基本的地形构造，不影响碳汇林

容积量，不影响城市的文脉及其周边的环境等

（图1）。如果能做到这些，城市与自然就能和谐

相处，就能实现互惠的共生的关系。因此城市应

以对环境更低冲击的方式进行规划、建设和管

理，这就要求城市规划方式从过去的重空间物质

规划转向物质与生态协调共轭的规划。

4.3  强调层层嵌套式的城市结构
（1）多样性与自相似性。多样性是城市发展

理论中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因为多样性是任何一

个自适应生态体系生存发展的重要特征。任何生

态系统体系，如果物种是多样性的，就具有很强

的抵抗外来干扰的能力和自适应能力，因此，多

样性的构成对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美感，而且是

城市活力的源泉。而城市多样性离不开其基本元

素和相互作用方式的多样性。自相似性在复杂科

学中又被称为分形（fractal）。在自然界中该现象

处处可见：如树木的每根树枝都会发芽，这些芽

又会长成与树枝有相似性的枝条。由此可见，所

有的新树枝都是原有树枝的复制品，但它们又不

会与原来的树枝形式完全相同，因为其形成的过

程中受到了某些外部的约束。这就是所谓的扩散

限制集（diffusion-limited aggregation），从而构成

形状的多样性。研究表明：城市具有某些分形的

形状。这正是因为城市是由人们的迁移和定居动

机而规划建造起来的。人们往往最愿意在已经熟

知的物理环境中居住，所以，小到居室内部的布

置，大到四合院的形状、广场甚至城墙、城市的

布局都带有相似的结构。这在古老的城市结构中

可看得更为清晰。这一方面，迈克尔·贝蒂和保

罗·朗利（Michael Batty and Paul Longley）在

《分形城市》（Fractal Cities）一书中已做了详尽的

描述。

（2）积木嵌套性。如果说城市是由许多具有

相似性的积木构成的，这些积木就如同生物学的

细胞。生物学的细胞里面有细胞核，有各种各样

的细胞内部必须具备的组织，这些组织缺一不

可。这个细胞核本身就是一个小的自适应体系，

它是一个大的自适应体系——人体的最基本的组

成部分，这个细胞的染色体里边包含着人体的所

有信息，但是这些细胞本身并不是整体。城市规

划学应该有这个重要的理念，详细规划着眼于健

全的社区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再加上具有合理

的结构框架的总体规划，才会有健全的城市（图

2、图3）。

新加坡1960年代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以后，

印度人、马来人大约占其总人口的25％左右。为

了保持社会结构稳定，使各种族人群能和睦相

图 1  低冲击发展模式

Fig.1   Low impact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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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新加坡通过城市规划和住房制度等设计，使

所有社区都成为多民族混居的社区。正是由于新

加坡的发展基于一个个健全的社区细胞，其社会

结构才较为稳定，建国后没有出现过较大的社会

动荡事件。而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目前尚缺乏

从健全的社区细胞来构建整个城市的理念。

（3）日本的城市安全体系。日本的城市安全

体系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嵌套式体系（图4）。从

细部来看，日本任何一个建筑的构成都考虑了安

全因素，构件与构件之间用弹簧连接起来，即使

地震剧烈晃动梁也倒不下来；在学校里边有专门

的隔离房，学生可以逃到钢铁做的隔离房里面，

即使其他房子塌了，隔离房也像保险箱一样塌不

了；在社区中，将政府办公楼、公园、体育场、学

校、广场等建设成为“防灾据点”，配备应急用品

储备；在更大的小区群里，设有具备医疗、福利、

行政、避难、储备等多功能的“防灾安全街区”；

在城市中，沿着街道、河道规划建设有“城市防

灾轴”；在城镇体系布局上，规划形成多组团、互

补发展型的中小城镇群，相互之间的供水、排水

都是多回路的，而且是柔性连接，足以应对一般

的地震，如遇到里氏7 级以上的大地震，也可以

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供水供电。这种层层嵌套的

理念在日本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应用得非常到位。

4.4  倡导用地混合与充足的交往空间
CAS的空间标识之一就是聚集（aggregation），

较为简单的生物（或物体）的聚集并发生复杂的

相互作用，必然会涌现出复杂的大尺度行为。自

然界中蚁群就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范例：单个蚂蚁

从蚁群中分离出来，其处境孤单而且毫无防御能

力，可说“弱不禁风”。但，蚂蚁聚集并构建成蚁

巢之后，蚁群的适应能力就变得十分顽强，以至

于在全球的各种恶劣环境之下都能找到它们的踪

迹。许多比单只蚂蚁体积上大出几百倍的动物都

对这类聚集而产生的力量避让逃遁。

而人类居住的城市无疑是人类创作历史最长

的恢宏巨作。伴随着人类的聚集，不仅由于错综

复杂的交往使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生了突

变，而且各种产业、人造物、人种在城市中混合

和交往所引发的灾难和问题，例如疾病流行、环

境污染、灾害加剧和景观单调等等也催生出了城

市规划学。

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规划学是有限地理空

间内人类生存最优化的科学和应对聚集效应的工

程技术。这就要求城市规划的变革始终聚集于用

地的混合节约和便利市民的交往两个方面。这不

仅涉及市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与城市的活力与

对干扰的适应性息息相关。

（1 ）城市基本细胞——社区要基本元素齐

备。城市的基本细胞就像人的基本细胞一样，包

含着这个城市的全部要素，所以社区要具备城市

所有的基本要素。但是我国很多城市的社区，设

计时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必备的要素如洗衣店、理

发店、菜店等各种居民日常服务设施的建设，以

致这些必备要素只能栖身在违章建筑中为社区服

务，这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失败。

（2）交往空间要立足于方便，相互间的连接

要便捷。充足的户外活动场所为人们以轻松自然

的方式相互交流创造了机会。福建的土楼是古代

健全的社区细胞的典范。当时出于防卫的需要，

闭合的圆形的楼里基本服务设施齐备，包括交往

空间、水源、粮库、小学、祠堂等一概都有(图5)。

而香港、新加坡的一些设计良好的高层社区也成

为现代健全的社区细胞的象征，这些高层建筑群

的地下层停车，一层是架空的交往空间，二层、三

图 3  城市的积木效应

Fig.3   Nesting effect on city图 2  细胞的构造

Fig.2   Cell structure

a . 动物细胞 b . 植物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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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往往是商店，三层与高楼之间的平台是花园，

其交往空间非常充足。而我国内地城市不少新建

的高楼大厦每户住房之间互相封闭，住户们难以

交往，社区存在停车难、服务难、买菜难等等一

系列的问题。 没有健全的社区的设计，健康和谐

的城市发展是难以成功的。

正如《交往与空间》一书的作者，丹麦设计

大师扬·盖尔（Jan Gehl）所言：正是人们的相互

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构成了富于生气的城市生

活，而单调枯燥的体验则使城市死气沉沉。即使

建筑物的色彩再多，体形变化再丰富，也无济于

事⋯⋯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户外活动要比任何形

形色色扭捏作态的建筑形式组合更加切合实际，

也更引人入胜③。

（3）土地的混合使用不仅能产生节约土地、改

善城市景观——多样化产生美、防止交通拥堵等等

外部利益，更重要的是这种空间上各种企业和单位

的混合布局，使它们之间的非正式或正式交往的频

率大为提高，从而造就了更细密的专业化分工与合

作，从而导致生产力的“巨涨落”的涌现。

4.5  实施从下而上的“社区魅力再造”
“社区魅力再造”是一本有关日本传统街区

重生的书的主题④。二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大规

模的城市复建，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的街景和

自然环境变了样，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于是一些

文化人组织发起了“社区魅力再造”运动。《社区

魅力再造》这本书总结了其中13个社区的魅力再

造过程和效果。“社区魅力再造”运动的经验：一

是群众与多学科专家相结合提出方案，取代从上

而下的推倒重来式城市改造。这些魅力再造工程

完全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从自适应组织的角度来

看，社区作为城市的最基层的主体，其能动性最

图 4  日本的城市安全体系

Fig.4   Urban security system of Japan

图 5 福建土楼

Fig.5   Fujian earth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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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最容易被改造，而且一旦改造失败对整体不

会有大的影响；二是在城市系统中，社区层次的

市民相互协同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们有共同的

家园，不像一个城市不同社区的人，彼此是陌生

的；三是社区层次的主动性发挥是优化城市整体

功能、造就多样性的关键。在一个城市的总体层

次上有许多元素例如地铁线路、高架路框架等基

本上是刚性的，但在社区的层次上许多自组织结

构是弹性的，有变化的余地。“社区魅力再造”恢

复了很多历史的景观、历史的生态环境，使得原

来陌生的场所变成了熟知的、令人向往的场所，

重新展现了社区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从下

而上的再造与从上而下的传统城市规划手段相结

合，是造就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途径。

4.6  提倡弹性的规划结构
提高城市规划对未来不可预见的发展机遇和

干扰的适应能力，就是要创造一种弹性、包容性

强的规划结构，这种规划结构在企业组织学中称

为情景规划，在城市规划学中称为概念性规划，

实际上同出一门。在情景规划中规划构造的次序

是：首先，找出可能影响城市未来战略发展方向

的因素，并分析各种因素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

第二，按照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影响程度进行分

类，并将影响程度和不确定性同时相对较高的因

素作为优先级的因素进行重点分析；第三，将各

因素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进行组合，归纳出3～4

种情景，并根据概率计算，确定城市未来发展最

有可能出现的情景；第四，针对城市未来最有可

能出现的情景以及对确定性因素的分析，找出最

佳的战略方案。通过这四步，我们就能够较为从

容地应对不确定性的因素，这是城市规划学必须

要考虑的。

4.7  形成城市群的协同机制（城市联盟）
城市联盟对我国规划师来说是新鲜事物，因

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层

级制，但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必须依靠群中各城镇

主体开展多方位的合作。首先，在联盟中城市不

论大小应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是因为，在一个自

组织体系中，主体之间应该处于相互竞争合作的

状态，这样整个自组织体系才有活力和适应性；

第二，处在流域下游的城市可能受到的污染危害

最重，因此对污染物的排放应该有较大的否决

权。例如，莱茵河的治理涉及到9 个国家，而位

于莱茵河出海口的荷兰对污染物的排放就有最大

的发言权；第三，核心城市应扮演召集人的角色，

但并不能拥有过分的决定权，只是起到联盟会议

召集人的作用；第四，围绕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

建立定期协商机制，因为没有磋商机制的规划就

会变成墙上挂挂的蓝图；第五，城市间以合作来

抵消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达到互惠互利。互利

是通过自组织共生理念来达到的，并不是层级制

的固有内容。合作互利在我国传统文化里边尤其

缺乏，应在新的规划理念中加以提高和弘扬。

以上的阐述肯定不够全面，其意图是希望以

此抛砖引玉，激发学界同仁的创意，通过若干年

的努力能够把我国城市规划学研究的方法论的框

架基本搭建起来。对旧理性主义的批判已经经历

了40年，但在实践中城市规划工作者仍在遵循旧

理性主义的一些方法和框框，只有通过对复杂科

学的借鉴和运用来构建新理性主义，才能使城市

规划学匡正发展的方向，更好地为我国正在经历

中的城镇化服务。

注释（No t e s）

① 参见：梁鹤年，《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开发：

一些随想》，《城市规划学刊》2 0 0 9 年第 1 期

（总第 1 7 9 期），第 1 6 页。

② 参见：［美］M . 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简

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杨建邺、李湘莲等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 9 9 9 年第 1 版，第 1 7

页。

③ 扬·盖尔在该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的序言中

都写道：“现在，3 0 年已经过去。众多的建筑

时尚和理念已随时光流逝而成过眼云烟。与

此同时，致力于城市和居住区的活力与人居

性的研究一直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在这一时

期，世界各地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对城市及其公共空间的

质量也日益表现出了普遍的关注。尽管建筑

户外空间生活的特点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

发生变化，但在处理公共空间的人文品质时

所采用的基本原则和评价标准却没有根本的

变化。”

④ 参见：［日］西村寿夫，《再造魅力故乡——日

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清华大学

出版社，2 0 0 7 年 4 月。

［提问环节］

李晓江（中规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

师、中规院2008年度业务技术交流会主持人）：非

常感谢仇部长很精彩的学术报告，仇部长兑现了

他去年的诺言，给我们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报告。

规划哲学、规划方法论、认识论实际上是规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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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进展最重要的自身基础，仇部长通过物理学的

三次革命分析了怎么认识这样一个城市规划最基

本的问题，而且结合城市规划当中的实际问题，

对规划的变革从七个方面提出了他的想法，我觉

得确实是一篇从方法到结果都非常完整的学术报

告。事实上从前年开始梁鹤年先生就跟仇部长一

直在谋划一件大事，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就是

梁鹤年先生发起的第一届城市规划理论年聚，将

在2月19日到21日在中规院举行，我们将请一位

物理学家、一位社会学家和全国一些有志于规划

理论研究的同行进行三天的学术活动，目的就是

想藉相关学科的发展启发我们规划的理论。而且

这个活动中规院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都要办，

将请不同学科的学者介绍其学科最前沿的进步，

藉此引发我们的规划师去探讨城市规划学的变

革。

仇部长，能不能这样，稍微用点时间，咱们

可以有三个问题，但其中有一个保留给我，其他

人可以提两个问题。

石楠（博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中

规院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听了仇部长的报

告感到很受启发，他提供了一个认知城市、认知

我们的生活和认知我们的学科的非常好的思维框

架。这点我也很赞同刚才晓江讲的，我们这个学

科发展到现在肯定有从哲学、从思辨的角度来反

思问题的需要，所以我个人非常认同仇部长这套

思路。但我这儿也提出一个问题向仇部长请教。

运用这套认知的方法或者说认知的思辨哲学，对

于我们这些人员来讲是非常高的要求，怎么能够

达到这个要求，你作为一个专家或者你作为一个

行业的主管来讲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仇保兴：有一天我跟梁鹤年先生在我的办公

室讨论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梁鹤年先生的经

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他的学术思路非常宽

广，跟他的经历很有关系。他年青时在香港大学

获得建筑学的学士以后就在香港做建筑师，那时

他就觉得建筑行业不是“干净”的乐园，拉拉扯

扯、吃吃喝喝是家常事，这种情况他根本就不适

应，两年以后就不干了。然后他就到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MIT）学习，取得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之

后再到英国拿到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在他

的求学经历中，当时英国的规划学专业拒绝了

他，原因是认为他的专业跨度比较大，但是美国

认为跨专业是很正常的，美国当时正好是规划学

的变革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吸收，梁教授正好被

吸纳了。到了麻省理工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视野

得到了很好的拓展。梁教授的经历对他一直保持

一种创新的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学科上能不

断地进取跟他的丰富经历是分不开的。

而我国城市规划学科自身有缺陷，在学科设

置上我国城市规划学是从属于建筑学的。建筑学

长期以来是作为一种结构加技艺，像许多的“画

匠”要讲画功好，清华、南工等名校建筑系要求

学生的工笔画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方法论、

多学科综合造诣和哲学思辨或者思维能力的培养

就会欠缺，这是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我国

正好遇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所引发的。任何一

个规划专业毕业的人，在国外博士毕业以后10年

有3 个作品就了不起了，可在我国任何一个规划

本科毕业生毕业当年就有可能完成10个作品。昨

天拉萨的市长到部里来汇报工作，他说拉萨市规

划设计院是丙级的，因为设计院只有一个专业人

员，是大专毕业生，而且学的是“地质勘测学”。

你想想看他能设计出什么东西来？一个大专毕业

生在一年内就有二三十个项目要创作，正因为是

这样，所以很多人就埋头做作品、画图去了。不

论从经济收入上看，还是从成就感上看，都是画

图来得快。画图像农民种菜一样，种多少菜收多

少菜，是可以计量的，要是认认真真去做科学研

究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反映出在当前功利的

社会中缺乏一种理论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三个缺

陷是缺乏思维的创新。传统上我们有一种崇拜权

威的情结。习惯于在权威们划定的“一亩三分地”

里精耕细作，权威讲过的东西就是真理，容不得

半点争议。

这三个缺陷就造成了尽管是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城市规划学发展的春天，但是城市规划学的变

革仍呈现出举步不前的状态。正如吴良镛先生说

的，我们面临着发展的春天，但是规划学这棵老

树在春天里发芽不够。听了晓江同志跟我说的计

划觉得有一点安慰，中规院领导层希望用其他学

科的发展思路来给大家启示，这会引发学科间的

碰撞，从而引发创新理念的涌现。当然这种学科

碰撞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应该请那些专挑城市规

划学毛病的、企图把城市规划学推翻在地踩上一

脚并取而代之的人来演讲，估计这对我们的刺激

肯定会更大一点。当然找这样的人不容易，你真

正请他来演讲他也许也不敢来。

陈锋（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规院党委

书记）：听了仇部长精彩的报告非常受启发。我记

得列宁曾经说过：“科学家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

践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其实很多科学家并不

是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刚才仇部长特别批评了传

统理性主义简单的思维方式，里头有一点是把事

物分割认识，事实上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曾经有

所谓的主客体两分法，把自然界或者是别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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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与主体完全分割。我感到仇部长今天讲的仍

然是要把城市整体作为规划学认知的客体或者规

划工作者认知的客体来看待，那么现在西方哲学

认识到实际上主客体是不能完全分割的。作为人

类除了认识客体而外，还有一个主体监管的作

用。人作为规划的主体被认为对规划的影响是最

大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用复杂性的思维方

式来认识规划的主体、客体，来认识规划主客体

之间的关系？

仇保兴：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从

旧的功能主义出发，这个功能主义的理论内核是

经典物理学，被称之为构成论，也叫还原论，其

中间有一个重要人物叫笛卡儿。笛卡儿是数学

家，高等数学中有许多定理是他发明的。他认为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分割到原子这么小的

一个颗粒，他称之为“宗庙之砖”。对这些颗粒的

重组就是大千世界的构成，对这些颗粒的分析是

最主要的。所以说西方的理性主义就等同于不断

切割的分析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医跟中医的

区别。西医的研究方式就是不断地来分割你的肌

体，头痛就到头上找，头上哪个细胞有问题了就

从细部找，一直分析到基因分子水平。这种方式

是微观的。但是中医是宏观的，头痛可能从医脚

入手。所以说这两种医学的思想完全不同。笛卡

儿的思路一度被认为非常有道理，而且能把复杂

问题简单化。但现在我们认识到笛卡儿式的逻辑

实证主义思辨方式是有严重缺陷的，它不能适应

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多元化。这一点我相信大家

都认识清楚了。

再讲到主客体两分。主客体两分在传统城市

规划学中烙印极深。但复杂科学中的自适应系统

研究，是把城市物质结构、决策者、规划师和人

民群众等等都看成是能动的事物，这些能动的主

体对城市规划学的影响非常之巨大。如果城市规

划学的研究不包括这些事物，那咱们拿出来的东

西是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后

现代主义的迷宫或片面强调主观性而无视客观规

律，认为某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就可以决定所有的

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夸大，也是一个偏见，应

该把它作为某一元素在某种意义上起作用。比方

说，在一种独裁机制下，极端的偏执和巨大的权

力相结合，那么某一个领导人可能在短期内扮演

着城市发展决定性的因素。比如墨索里尼对罗马

的改造就是决定性的，你说现在的罗马市长他能

那样做吗？我前年到罗马的时候，许多罗马的市

民都在骂时任的市长。他们抱怨他改动了进城的

交通习惯，他把进入罗马的几条街道的一般机动

车车道由原来的3车道变成1车道，另外2个车道

1个车道让自行车占用，另1个车道变成公交车的

专用道，小汽车就只能走1 条车道。所有外来的

车子都必须停在郊区的停车场上。当然这个市长

是保护环境了，节省汽油了，应对气候变化了，但

是市民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因为这个市长的

老婆经营着外围的停车场，所以出此歪点子。由

此可见，同样的市长在不同的政体结构中间，其

作为主体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墨索里尼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墨索里尼在罗马盖的根本就没有什么

用处、浪费极大的文化宫等外观宏伟的建筑现在

仍保留在那儿。所以我们在讨论主体客体的过程

中要防止两种极端：第一要防止过分强调主体的

作用。因为一旦过分强调了主体的作用，整个学

科所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复杂性的事物的内在变

化规律就不必去探索了，会误认为那些东西都是

主观所决定的，只有个人随意性，根本就不存在

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这些主观能动性，

特别是决策者发挥的作用抹杀掉。在某种情况

下，某些历史的篇章是由掌权者谱写的，例如巴

黎行政官奥斯曼对在繁杂的巴黎老城大解剖式地

拆除旧建筑以建设直行大街的迷恋，希特勒对建

设柏林帝国大道之热衷，都在城市中留下了深深

的烙印。所以这两个方面要一并进行考虑。复杂

性研究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被复

杂科学所吸引，证明这是目前混沌中间的一线光

明。而且在不确定中间有希望可以找到些有规律

的东西。不确定不等于没有规律，在不确定中找

到规律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主题。科学的本意

就是求道，如果我们把道都否定了，那就没有意

义往下走了。人类最宝贵的思想财产还是理性。

复杂科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将主客体双方的影

响都包括在道里边。如果说人们批判传统理性主

义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后现代

主义就是“只见森林模糊的轮廓而不见树木”。我

们不能因主观的不确定、难以捉摸而放弃了对道

的探索和对树木本身及其与森林整体关系的把

握，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理解比较好。具体来说，

有别于传统的主客体分离的还原论，复杂科学认

为：在任何自适应组织中，主体是主动的、活的

实体。事物的发展是由主体的能动性与环境（客

体）的变化相互作用而推动的。在这里既没有脱

离客体（环境）的主体，也没有游离的凌驾于主

体之上的客体。主客体在系统中是混同而相互作

用的，它们都是自适应系统中的具有一定能动性

的成员或元素。

李晓江：两位博士都很踊跃，我们的问题加

到五个，但是仍然保留一个给我。

王凯（博士、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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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总规划师）：又听您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西

方1970年代理论界就批判功能主义，现在也出现

了很多后现代等等方面的理论，我个人也非常赞

成您关于不确定方面的分析，我想问一个浅薄的

问题，您对城市发展确定性怎么理解？您觉得城

市发展中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谢谢。

李晓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仇保兴：我的意思可能还不是这样。现在唯

一确定的东西是不确定，这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

科学家的论断。搞复杂科学的人，包括诺贝尔奖

获得者、耗散结构的发明者普里高津也都说过类

似的话，听起来让人感到“振聋发聩”。他们当时

就要求有这种“矫枉过正”的效果。因为他们从

宏观上把握，从前沿上引导潮流只能这样说。但

是对城市规划的变革来讲，我提出来的思维方式

的几个转变都用了一个词，就是“并存”。实际工

作者的思维不能走极端，比如说从确定性的东西

转到单纯的不确定，我认为就错了，实际上只需

要转到确定性、不确定性并存。我刚才举了一个

例子，好像好几个博士都做过此类论文题目，就

是说一个城市什么时候可以发展卫星城。这个题

目是很有诱惑力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

代梁思成的首都规划方案。但现在有人就认为梁

思成方案根本就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当时北京没

有建设新城的经济能力，当时北京市的人口增长

也极为平缓，首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和就业，根

本不可能实施梁思成方案。对任何一个城市来

说，如果其规模比较小、人口增长比较慢、GDP

增长很慢、外面又没有什么机遇，这个时候是它

确定性为主的发展阶段。如果几年之后该城市人

口增长每年达到5%～10％，GDP年增长10％以

上，而且人口规模已达到300万以上，再加上外

部有一个大的投资机遇，比如说奥运会、世博会

之类的大型国际性活动在该城市里举办，或者突

然有一个大项目要投放，或者周边城市，就像香

港那样由于产业升级，有大量的产业需要转移，

此时实际上不确定性发展应占主导。这个时候才

可以认为这个城市形态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状态，

要么摊大饼，要么主动地“泻肚子”，此时如果跳

出老城建设新城，就能将部分旧城功能顺利转移

出去，促成该城市空间的协调发展。

北京市本轮城市总体规划审查的时候，我在

首规委发言时谈到：本轮规划成不成功关键就看

能不能把卫星城建成具有反磁力的新城。北京以

前早就规划建设卫星城了，但是那些卫星城基本

上是县城的基础和形象。国家和北京市没有重点

投资倾斜，也没有主城的产业、功能转移，任凭

这些卫星城低水平发展，这些卫星城怎么能吸引

主城的服务功能和人口呢？于是，主城还是不断

地膨胀，还把卫星城既有的资源也吸收过来了，

造成北京卫星城计划的失败。结果主城不断地摊

大饼，就形成了北京现在无药可救的交通拥堵。

北京城市发展早就应该到了不确定性占主导因素

的时期，而过去几次修订总体规划时只遵循了确

定性原则编制规划、管理规划、实施规划，所以

就形成了这类错误。什么时候用确定性的理念，

什么时候必须用不确定性的理念，我认为有许多

东西是可以遵循的。反思历史我们就可以找到许

多错误成因，这么多的教训也说明尝试重建新的

体系是“物有所值”的。

李晓江：仇部长四个标题都用了并存，这个

非常重要。

张兵（博士、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规

院名城所所长）：首先感谢李院长给我一个向仇

部长求教的机会。原来读过仇部长那本论城市规

划变革的书，今天您非常好的演讲也帮助我们对

这本书有更好的理解。您提到新理性主义规划理

论的建设，提供了工作的方向。我想结合我在名

城所的工作问您一个问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实际上是城市规划理论的实践， 1977年发布的马

丘比丘宪章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野，将世界上得

到尊崇的遗产保护的理论运用到中国，我们会发

现很多新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城市，甚至一

直到民国时代，城市在美学和功能上还处在一个

自组织的范围里，所以今天看那个时候的东西，

看那个时候的地图，看那个时候的照片，我们感

觉到有很多让人留恋和怀念的美感。但是今天在

做保护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

难题，尤其去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

在这个条例中保护规划的章节里边我发现“发

展”两个字根本看不见，换句话说我们的保护规

划真的是要界定很多的框框，就像您说的想办法

找到一个纲，把历史街区放进去，能够有一个保

护的方式把它保护住，实际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就带来和您今天演讲有关系的一个问题，

我们对理性主义或者是机械的理性主义反叛的过

程中间，今天有了更加充分的、更受到重视的保

护规划，但是这个保护规划所采取的方式我认为

多少带有一点机械的理性主义的规划方法，这不

由得让我问今天的问题，今天在您谈到新理性主

义对理性主义的代替过程时，能不能再给我们多

讲一点在您的构思中间，新理性主义和原来的机

械的传统的理性主义之间有哪些是继续联系的、

共同的、不变的东西？哪些是属于在建构新理性

主义的过程中用一种机械的东西反对另外一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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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东西？如何来避免这样的东西在理论建设中

间产生新的缺陷？谢谢。

仇保兴：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题目。首先反

思欧洲那些中世纪的城市和我国高速城镇化以前

所谓的古代城市，它们的城市肌理都非常优美。

到欧洲去旅游的人，首先肯定要看那些中世纪城

市的迷宫一样的街区街道，在那里转一个角你就

可以看到一种惊喜，它的多样性、连贯性、空间

宜人性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

比现代人聪明？并不是比现代人聪明，而是从复

杂科学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确定性，也就是功

能主义或工具理性还不够强大，人类还被迫遵循

自然、遵循人性化的一些规律，来规划设计和组

织建设城镇，所以城镇的形态符合人性、符合自

然。虽然那个时候那样做是被迫和无奈的，但是

这种被迫和无奈确实给我们保留了一些城市的历

史文脉，并将杰出的艺术创造保护了下来。

到了高速城市化阶段，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

位的时候，人类认为自己强大的不得了，误认为

有能力去彻底改造城市甚至自然山河，此时，这

些优秀的历史创造物就难以生存了，这实际上是

一种重大的损失。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

们开始反思，经过了对功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发现人类自身犯了许多错误。从复杂科学的角度

来看，任何复杂体系都是有记忆的，这种记忆是

全人类宝贵的财富，因为从这些城市的记忆中间

我们可以读取古人在与自然和天灾人祸奋斗过程

中所留下来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都刻画在这些

城市的自组织结构之中，都刻画在这些建筑街道

格局之上，都刻画在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之中。

去年上半年我在牛津学习了一段时间，牛津

大学有几条小街，去里面一走就看到中世纪的墙

上面射箭的孔都完全保留着，射箭孔里面大，外

面小，人在里面可以从各个方向射中外面的人，

但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设计得非常巧

妙，建筑的防卫体系非常坚固。看了这些历史文

化遗存人们就觉得有许多故事值得回忆，使人不

由自主地浮想起几百年之前一批师生从牛津大学

“分裂”到剑桥并兴办新大学分庭抗礼的峥嵘岁

月。所以自适应的复杂系统是有记忆功能的，而

且记忆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代高速城市化

过程中间，主要的矛盾是如何整体地、比较完整

地保护和开发利用城市历史街区。经过了对城市

风貌“人定胜天”式破坏的反思，保护主义的滋

长是很正常的，所以有关国际组织在《威尼斯宪

章》中提出全真性、可持续性、完整性等等这些

概念，将保护主义摆在了第一位。把这些东西搬

到我们国家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实际工作者

意见都有分歧。这里介绍一个案例。1999 年初，

我刚任杭州市市长时，一天早晨跑步，路经杭州

市历史街区“清河坊”，突然发现这里已经“三光”

了，“人已搬光、树已砍光、地已分光”（土地划

上白线分给六个房地产商）。当时有几间房子已

经被推倒了。我就想这么好的地方，那么多精美

的徽派建筑，而且有的是19 世纪初的西洋建筑，

和徽派建筑融合在一起非常和谐，怎么会把它推

倒重来呢？我就赶快回去开了市长办公会，开会

定下来保护方案。保护方案定下来以后赶快找人

重新设计，先找到了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问他

是不是能够三个月之内搞个方案出来，再按方案

把这个街区修复好。阮教授说三个月不行，起码

一年半，第一个半年是研究，第二个半年是考察

设计，第三个半年才会着手编实施性规划。我说

一年半不行，要熬到一年半我的“帽子”可能就

没了。当时是三大矛盾，第一大矛盾是老领导不

满意，老领导到省里去工作了，会觉得他刚走原

定的方案就被推翻了。第二大矛盾是那些房地产

公司不满意，这些房地产公司都有背景，原计划

是把两三层的历史建筑全拆光，全建成七层，上

面三层还给原住民，下面四层拿来卖可以赚大

钱，现在到手的大钱要失去。第三大矛盾是原住

民不满意，因为要修复历史街区即恢复原有的商

业业态肯定要他们迁移，这样就回不到原来的位

置了。应对这三个不满意，从政治上考虑也必须

要在三个月之内启动这个修复项目，否则矛盾就

会激化。所以阮教授的方案被否定了，后来我找

了三个规划院搞设计竞赛，结果三个月之内就把

修复规划拿出来了。

当时专家主流的意见是认为原住民必须住回

去，到现在为止包括一些老专家还是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把这些原住民都挪走就不算“原生态”

的历史文化名城了，但是我当时就认为修复清河

坊一定要以“利用”来促进保护。如果坚守原来

的弹棉花商店还弹棉花，原来做煤球的还做煤

球，原来卖棺材的还是卖棺材，就失去了商业利

益了。我们恢复的应该是这个街道兴盛时代的繁

华商业氛围。而且这里边的房子80％是国家所

有，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租给市民，那些受租人以

后又转租给别人，不知道转租过多少次了，如果

还认为这是要保护的“原生态”，是毫无意义的。

必须要清除那些跟这个主流格局和功能格格不入

的功能设施和厂商，解决方法是把经济适用房分

给原租住户，然后我们按照规划修复了以后再把

店面逐步拍卖，同时签一个合同规定竞得者不能

改动原建筑立面和结构，这样商业形态会逐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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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思路还是对的，即不是采

取完全死保的做法，而是按有机更新的做法，因

为最主要是把古建筑形态、结构、文化的修复与

利用开发组合起来。

比方说在非常精致的砖雕、木雕、石雕的建

筑里开煤气站行不行？当然是不行的，但要开个

中药铺倒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

样的思路去运作。今年过年去看，看到那里的情

景非常繁华，生意非常好，成了当地的一大税源，

当时市政府出的6000万元第二年就收回来了。当

年我在运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完全按照所

谓标准的纯保护模式，如果按照纯保护模式做，

这个地方肯定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吴良镛先生

提出的有机更新的理念很巧妙，首先是要有机的

（即新旧组合、协调搭配），然后是更新的。强调

保护性利用而不是以假古董取而代之，是因为古

代的那些工匠们在设计和建造这个建筑的时候跟

现代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一座建筑从

设计到施工到建成起码要好几年时间，那些微小

的细节都精雕细琢。现在是短平快，市领导说一

个违章建筑要拆，等他一离开到北京去开会了，

这个违章建筑三天就建好了，非常粗糙的构筑

物。古代充满艺术创作的建筑如果不保留下来而

弄个新的仿古建筑取代的话，实际上是巨大的失

败，但是在坚持把原有的那种精美的东西都加以

保留的情况下，应该有些利用方面的创新、开发

方面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历史名城开

发利用的底线是基本确定的：一是不能用新的东

西来取代古建筑，二是整体的肌理不能变动。这

两条底线符合的情况下，有一些方面应该加以通

融，不能机械地守住威尼斯宪章的四原则，这在

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否则

有许多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的机会，也会丧失历

史街区保护的机会，等到你想抓这个机会的时候

实际已经错失了这个时机。

李晓江：看来我们不得不还增加一个问题。

王瑞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规院教授级高

级城市规划师）：非常感谢仇部长今天给我们做

了这么好的一个报告。先说一个小的事情。去年

开两会期间见到著名歌唱家关牧村，她知道我是

搞城市规划的之后，问咱们国家有城市规划吗？

关牧村她是歌唱家，不是规划这行的，但至少从

这件事可以说明外行人对我们这个行业的看法。

今天您说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自己也感到这

个学科过去搞的都是非常肯定的物质规划，现在

我们遇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自然科学也是这

样，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风的吹向就

很难预料，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准确预料太阳的东

升。作为规划工作者我们现在也感到有这么多不

确定的因素，剩下来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有信

心能够把握的东西到底还有哪些？谢谢。

仇保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复

杂科学几十年的成长史里这类问题的争论几乎是

“一以贯之”。既然认为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的，

唯一确定的东西就是不确定，那还值得去寻找真

正的客观规律吗？回答这个问题，可从复杂科学

发展的历程说起。在复杂科学里边有几个分支学

科的发展我认为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涌现理论。涌现是CAS 一种整体突变模式、

行为或动态的新结构；是一种自组织的层次跃迁

过程；具有整体上的不可还原性；表现为非迭代

模拟的不可推导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等。有人将其

简化为“由小生大、由简入繁的受限生成过程”。

大自然中小至艾滋病毒如何摧毁免疫系统、人类

突发的创造灵感、动物胚胎的长成过程、蚁群组

团搭建过河桥梁的行为等，大至一个国家生产力

的爆发和城市化率的跃变、全球气候的局部变化

等等都符合“涌现”的特征。有趣的是，如果对

时间与空间的标度做一些适当的调整，那么城市

的发展与动物胚胎的生长确实有些相似。两者都

从相对简单的种子开始（城市的起源表现为原始

的定居群体），两者都会生长和变化；两者都发展

了内部边界和子结构，拥有用于通讯和资源传输

并且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胚胎的该系统表现为

脐带）；两者都适应内部和外部的变化，把重要功

能控制在较窄的范围内，从而维持了协调运行；

并且，更重要的是两者都拥有大量的适应性主体

——前者是各种各样的市民、公司，后者是形形

色色的生物细胞。对涌现现象的深入研究，使复

杂科学家们建立了具有可变结构的受限生成过程

模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涌现理论能够预言许多

过去难以洞察和理解的复杂行为，同时也给予我

们关于生命、智慧和人工及大自然组织的许多启

示，以至于复杂科学的先驱者之一约翰·H·霍兰

将它们称之为“隐秩序”（hidden order）。

超导理论。如果CAS的运行机制或环境发生

突变，系统可能进入超临界状态并持续爆发大规

模的“雪崩”现象。在物理学方面“超导”现象

有类似之处。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新的能源部长

叫朱棣文，他就是研究超导的，他用超导对能源

做了很大贡献，并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超

循环理论的拓展使得人们发现了某些化合物在超

低温状态会有超导现象，而且在高温状态也有超

导现象。高温状态下有超导现象这就意味着人类

追求的直接利用氢能源的梦想能够实现，因为氢

是在上亿度的温度下进行物质的核聚变才能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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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释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其过程可控，这就是说

必须采取磁约束的高温等离子体来进行可控核聚

变。像这些在不确定的大规律之下找到了某种确

定性的概念发展新的东西，就可以为人类做贡

献。所以在整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我们

借助复杂科学的新进展还是可以找到许多确定的

因素。复杂科学前沿的研究给我们打开了几扇窗

子，从这些窗子里可以找出某些原来潜伏着的新

规律，从而促进城市规划学科的变革和重建。

自组织临界性理论。该理论是1982年由巴克

（P. Bak）等三位美国物理学家提出来的。该理论

认为：物理学定律是简单的，而自然界其实是复

杂的；CAS的自组织过程演化到某种临界态，对

处于临界态的系统的一个微小的扰动就可能会通

过类似“多米诺效应”的机制被放大，其效应可

能会延伸到整个系统，形成一个大的雪崩式变

化。简单的如沙堆模型，复杂的如地震波的发生、

全球经济的衰退或通胀、地球上物种的灭绝等

等。尽管这些现象何时发生难以预测和捉摸，但

其变化的基本的特征是一致的：这些处于临界状

态的自适应系统中会出现各种大小的“雪崩”事

件，并且“雪崩”的大小（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均服从幂次分布。这种分布又可被称之为自组织

临界态的指纹（fingerprint）。这样一来，我们可从

CAS 变化的不确定“海洋”中看到某些确定性的

“岛屿”，它们是突变事件的规则性、分形、1/f噪

声、标度律。正如巴克在他后来的著作《大自然

如何工作》中写道的：“自组织临界性不是复杂性

的全部，但它或许打开了通向复杂性的一扇大

门。”

又比方说，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

结构是1953年发现的，后来科学家发现人类DNA

中有许多功能基因，人类致病一条重要的原因是

某一个功能基因有缺陷，一般来说找到一个功能

基因或证明某一功能基因与某种疾病的相关性就

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在这个领域许多华人学

者非常吃苦耐劳，在零下五度的实验室环境下穿

着大棉袄用仪器找，一般起码一年半到两年半才

能找到一个功能基因，写一篇文章去拿学位，但

是外国学生觉得太辛苦，少有人去做，所以在这

个领域华人学者占有一定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DNA含有的人类功能基因的数量远远少于原

来预料的数字，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非功能基因

被称之为“垃圾基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没有作

用的，但是这就违背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不确定

性。这些“垃圾基因”是什么呢？人类作为物种

至少进化了300万年，不适应的东西应该是淘汰

掉的，它们为什么还能大量存在呢？最新的发现

表明正是因为这些“垃圾基因”跟这些功能基因

的网络状组合才会完成基因的表达，如果仅是拿

一个功能基因出来表达是不完整的。这些所谓的

“垃圾基因”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功能我们还没

有发现。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得到启示：我们在对城市

规划学理性主义痛批的过程中间，真正要做出努

力的是要搞清楚在混沌和不确定的海洋中还有哪

些客观存在的确定性？还有哪些是确定性的新型

式值得我们去探索？这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刚

才我回答王凯博士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以理性

的态度去分析，“确定”什么时候城市可以跨越式

发展，什么时候不可以，用这个比较完善的思路

去回答梁思成方案当时能不能实施，比纯粹的文

化批判和简单的否定要理性得多，这就是我们要

做的。

刚才王院士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的问

题很值得大家去深思，我们还应该接受怎么样的

东西，还应该去探索哪些规律？而探索这些规律

要借助于复杂科学，从复杂科学中寻求学科发展

的新规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过去我们在

对功能主义进行痛批的过程中间忽视了还有哪些

东西是可以遵循的，还有哪些是值得保留改革

的。因为编制规划最终一定还要回到那些肯定性

的东西上来，无非是把不确定的因素转化成可以

预测的一些概率，判别它最有可能出现的概率，

然后我们按照最大可能性编制规划，但是也给偶

然性保留了空间，使城市规划具有较好的包容

性，只有这样才能开拓出一条新理性主义的思

路。


